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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火致新茶
———检验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的新方法和新结果

孙楚仁 陈 瑾 徐丽鹤*

摘要 部分针对中国的研究发现，制造业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比非出口企业更低，被称为

“出口生产率悖论”。然而，中国制造业真的存在“悖论”吗? 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出发，用一

种新的方法重新考察了这一问题。不同于目前先估计企业生产率再比较出口和非出口企业

生产率大小的做法，本文从 Melitz 模型中推出一个检验“悖论”的假设和指标，然后采用 Boot-
strap 法对中国制造业“悖论”问题进行考察。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悖论”整体上并不成立;

制度改进有助于改善“悖论”境况。因此，进行深层次的制度改革，对于增强企业出口竞争力

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关键词 出口生产率悖论 Melitz 模型 Bootstrap 法

一、引 言

全要素生产率与企业出口行为的关系一直是新新国际贸易理论的重要研究主题之

一。自从 Bernard 等( 1995) 的实证研究指出出口企业相对于非出口企业来说生产率更

高以来，大量文献围绕企业出口行为及其生产率展开了研究( Bernard 等，2007，2011;

Wagner，2012)。基于国外企业数据的大量实证研究都表明，出口企业相对于非出口企

业来说生产率更高( Bernard 等，1995; Greenaway 和 Kneller，2004)。然而，基于中国制造

业企业数据的一些实证研究如李春顶( 2010)、李春顶和尹翔硕( 2009)、范剑勇和冯猛

( 2013) 等却发现，出口企业的生产率要比非出口企业更低，因而这一研究结果被称为中

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 简称“悖论”)。
很多文献分别从加工贸易( 李春顶，2010; 李春顶等，2010; 戴觅等，2014)、国内市场

分割( 朱希伟等，2005; 张杰等，2010; 安虎森等，2013; 张艳等，2014; 盛丹，2013 )、制度

( 张杰等，2008)、信用约束( 曾萍和吕迪伟，2014; )、出口密集度( 戴觅等，2014; 范剑勇

和冯猛，2013)、企业所有权( 李春顶等，2010; 盛丹，2013; 戴觅等，2014; 曾萍和吕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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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行业资本密集度( 李春顶，2010; 李建萍和张乃丽，2014; 霍伟东和王明彬，2015)

等角度对“悖论”的成因进行了探讨。
尽管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解释了“悖论”为何存在，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悖论”在

我国并不存在，并从出口企业密度( 范剑勇和冯猛，2013)、全要素生产率( TFP) 的核算

方式( 余淼杰，2010; 霍伟东和王明彬，2015) 等角度进行解释。李春顶( 2015) 则对“悖

论”在异质企业贸易理论与实证文献中的地位、事实依据、理论解释和未来的研究思路

和方向进行了梳理和综述。他认为，使用不同的数据方法对“悖论”进行验证以及厘清

“悖论”产生的原因仍有必要。
由于“悖论”问题与企业进入国内和国际市场难度密切相关，其背后隐含的是市场化

进程等深层次的问题，因此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政府和企业必须

弄清楚中国是否真的存在“悖论”，才能有的放矢地改革和发展。如果存在“悖论”，则有两

方面的含义: 一是出口企业不具备竞争优势，不利于扩大国际市场。二是国内销售成本高

于国际销售成本，这意味着需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降低内销障碍。然而，如果没有厘清

中国是否真的存在“悖论”，形成具有误导性的政策建议则害处深远。
当前关于“悖论”问题的研究，通常是先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使用参数估计法估

计出企业 TFP，然后再对出口和非出口企业 TFP 的高低进行检验。这种方法存在几个重

要缺陷: 第一，估计企业 TFP 的方法相当多，不同方法因使用的变量和数据不同，估计得到

的结果差异很大( Sun 等，2013; 汤二子，2017)。第二，企业 TFP 是否能估计也是一个问题。
当前估计企业 TFP 的方法或用到企业的产值或销售额，或用到企业的增加值，但这些都与

企业所面临的市场需求有关。企业面临的需求不同，根据其需求所估计得到的 TFP 也不

一样。第三，现有研究在估计企业 TFP 时，都要用到企业的资本存量。虽然中国工业企业

数据库中有企业年末资本的统计，但这一统计并非存量，而是流量①。由于企业不断进入

和退出，加之企业水平的投资价格指数并无统计，因此在现实中我们无法对企业的资本存

量进行计算。而且，由于企业的产出、中间投入、投资等都是名义值，而企业水平的投资价

格指数无法获得，因而无法对名义值进行剔除价格指数的调整。第四，当前估计 TFP 的研

究多采用 OP 或者 LP 方法，前者用到了企业投资，后者用到了中间投入，而在中国工业企

业数据库中，这两者的统计都不全面，这就为 TFP 的估计带来样本损失问题。TFP 估计方

法的上述缺陷使得当前考察“悖论”问题的结论值得商榷。如无须估计企业 TFP 但仍能对

出口和非出口企业 TFP 的高低进行检验，则对于“悖论”的解释将更为可靠。
本文利用非参数估计的思路，给出了一种考察“悖论”问题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并给

出了测度不同群体“悖论”存在程度的指标。不同于现有研究先估计企业 TFP 再比较出

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 TFP 大小的做法，本文从一个多国、多行业和多要素 Melitz 模型中

推出检验“悖论”是否存在的假设及指标，该假设所用到的检验指标可以利用中国工业

企业数据库中企业国内销售额和出口销售额的数据进行直接估计。在此基础上，本文

采用 Bootstrap 法对“悖论”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对大部分行业、大多数省份和国有企业来

说，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比非出口企业生产率更高，因而“悖论”整体上并不成立，“悖论”

① 当前关于这一主题的大部分研究都使用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1998—2007 年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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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对若干行业、少数几个省份以及民营和外资企业成立。这些结果很符合中国的现实。
为了进一步识别何种因素会显著影响“悖论”出现，本文还进一步采用 Bootstrap 法生成并

计算不同省份、行业、企业所有权类型“悖论”存在的程度，进而考察了制度、行业资本密集

度和企业所有权类型对“悖论”出现可能性的影响，得到了在现有文献中尚未见到的新结

果。本文发现，制度改进有助于改善当地所有企业的“悖论”境况，其中民营企业受到的影

响最大，而外资企业受到的影响最小。与通常直觉不一致的是，其他省份制度水平的改进

显著缓解了本省国有企业的“悖论”问题，但对外资和民营企业无显著影响。
本文在如下几个方面具有创新: 在研究视角上，本文在多国、多行业和多要素 Melitz

模型的基础上，给出了无须估计企业生产率但能检验任意国家制造业是否存在“悖论”
的新框架和假设，避免了直接估计企业生产率所带来的各种偏差问题。在研究指标上，

本文的新框架和新方法给出了测度任意国家不同群体“悖论”存在程度的指标。利用这

一指标和 Bootstrap 法，可以生成给定群体“悖论”存在程度的随机样本，进而分析给定因

素如何影响“悖论”的存在。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基于“悖论”指标和随机数据生成方

法，采用 Bootstrap 法生成了不同年份、省份、行业、企业所有权类型的数据并计算了“悖

论”指标及对应的制度和行业资本密集度，实证考察了制度、行业资本密集度和企业所

有权类型对“悖论”程度的影响。这些方法在现有文献中都尚未见到。在研究结果上，

本文得到了一些新的结果。整体上，与国际经验一致，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生产率高于

非出口企业，不存在“悖论”问题。
本文剩余部分内容安排如下: 第二节是“悖论”检验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三节介绍数据

和 Bootstrap 结果，第四节是采用 Bootstrap 生成回归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第五节是结论。

二、“悖论”检验的理论分析框架

( 一) 基本模型

假设经济有 M 个国家、K 个垄断竞争行业( 每种产品珚ω 只由一个企业生产)、Z 种要

素。各国的消费者是同质的，其偏好相同，可以由如下效用函数表示:

U = ∏
K

k = 1 ∫
Nk

0
xk ( 珚ω)

σk－1
σ( )k

βkσk
σk－1，βk ＞ 0，∑

K

k = 1
βk = 1 ( 1)

其中，Nk 为行业 k 中的企业数，σk ＞ 1 为行业 k 中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βk 为行业 k 产

品的边际消费倾向。在国家 i 第 z 种要素的价格为 wiz。在上述效用函数下，我们可得国

家 j 对国家 i 行业 k 出口的产品珚ω 的需求为: xijk ( 珚ω) =
pijk ( 珚ω) － σk

P1 － σk
jk

βk Ij，这里 i，j = 1，…，M，

k = 1，…，K，其中，pijk ( 珚ω) 为产品珚ω 的出口价格，Ij 为国家 j 的总收入。Pjk为国家 j 行业 k

的价格指数: Pjk = ∑
M

i = 1
∫
Nik

0
pijk ( 珚ω)

σk－1
σ( )k

σk
σk－1，k = 1，…，K。

在每个行业 k 内，企业是异质的。国家 i 行业 k 的企业进入行业需要支付进入固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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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fikEcik，然后观察到其生产率 θ，这里 cik为国家 i 行业 k 与企业生产率无关的单位成本①。
企业在进入行业之前并不知道其生产率，只知道 θ 是分布函数为 Gik ( θ) 的随机变量。企

业进入之后决定是否生产，如果生产，就需要支付 fiik单位劳动力的生产固定成本。企业如

果出口到国家 j，还需额外支付 fijk单位劳动力的出口固定成本。我们假设企业在国家 j 销

售一单位的产品，需要从本国运出 τijk单位的产品。如果在本国运输，则无需冰山成本，即

τiik =1。
我们假设某企业进入之后所观察到的生产率为 θ。根据企业之间的对称性，我们可

以用 θ 来代表该企业。假设每个国家 i 在同一行业 k 的生产技术都相同，可以用如下规

模报酬不变生产函数表示: yik ( θ) = θ∏
Z

z = 1
lγkzz ，这里∑

Z

z = 1
γkz = 1，yik ( θ) 是生产率为 θ 的企

业产出，lz 为要素 z 的使用量，γkz为行业 k 的生产中要素 z 的产出弹性。根据该企业所

面临的需求函数，我们可知其在国家 j 销售的最优定价分别为: pijk ( θ) =
τijk珚mkcik

θ
，这里

珚mk = σk / ( σk － 1) ，cik =∏
Z

z = 1

wiz

γ( )
kz

γkz
为国家 i 行业 k 与企业生产率无关的单位成本，从而

国家 i 行业 k 的企业在国家 j 的销售额 rijk ( θ) 和净利润 πijk ( θ) 分别为:

rijk ( θ) = τijk珚mkcik
P( )

jk

1 － σk

βk Ijθσk － 1，πijk ( θ) =
rijk ( θ)

σk
－ cik fijk，i，j = 1，…，M，k = 1，…，K

( 2)

由此可得国家 i 行业 k 的企业在国家 j 销售的临界生产率θijk，它满足 rijk ( θijk ) =
σkcik fijk，i，j = 1，…，M，k = 1，…，K。从而国家 i 行业 k 的企业在国家 j 销售额的均值为:

r—ijk =
τijk珚mkcik

P( )
jk

1 － σk

βk Ij θ
～

ijk
σk － 1，i，j = 1，…，M，k = 1，…，K ( 3)

其中，θ
～

ijk = 1
1 － Gik ( θijk ) ∫

!

θijk
θσk－1dGik ( θ( ))

1
σk－1

为国家 i 行业 k 在国家 j 销售产品的行

业平均生产率。记 I
～

ik =
βk Ii
P1 － σk

ik
，则有:

θ
～ σk － 1

iik

θ
～ σk － 1

ijk

=
r—iik

r—ijk

τ1 － σk
ijk I

～

jk

I
～

ik

，i，j = 1，…，M，k = 1，…，K ( 4)

因此，我们可以使用式( 4) 来检验国家 i 制造业企业对任一特定国家 j 的“悖论”是否

成立。为了基于上述理论框架来考察中国制造业是否存在“悖论”，我们首先给出如下

定义。
定义: 称国家 i 行业 k 存在对国家 j(≠i) 的“悖论”，如果有 θ

～

iik ＞ θ
～

ijk，j≠i。

根据式( 4) 以及 σk ＞ 1，为了检验上式成立，我们只需检验
r—iik

r—ijk

τ1 － σk
ijk I

～

jk

I
～

ik

＞ 1 即可②。

①

②

在下文中将定义。

Melitz( 2003) 假设了 τσi － 1i fix I
～

i≥fi I
～ *

i 。在该假设下，在对称国家情形，企业的出口概率满足小于等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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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可以将
r—iik

r—ijk

τ1 － σk
ijk I

～

jk

I
～

ik
看作衡量国家 i 行业 k 存在对国家 j ≠( )i 的“悖论”指标。

( 二) 实证检验“悖论”的基本思路

为检验原假设 H0 : θ
～

iik ＞ θ
～

ijk，j≠i，我们需要计算 I
～

ik、I
～

jk、τijk和 σk，但这十分困难。

幸运的是，我们可以只根据国家 i 行业 k 中企业在国内的内销额和出口到国家 j 的出口

额来估计。记 αiik = ln ( 珚mkcik )
1 － σk + ln I

～

ik，αijk = ln ( 珚mkcik )
1 － σk + lnτ1 － σk

ijk I
～

jk，则有
θ
～ σk － 1

iik

θ
～ σk － 1

ijk

=

r—iik

r—ijk
eαijk － αiik。因此，为了检验 H0 : θ

～

iik ＞ θ
～

ijk，j≠i，我们只需检验 H0 :
r—iik

r—ijk
eαijk － αiik ＞ 1，j≠i。这

里企业内销额的期望 r—iik可以用所有企业内销额的均值来估计，r—ijk可以用所有出口企业

出口额的均值来估计: r—
∧

iik = 1
Nik
∑
Nik

j = 1
riik ( 珚ω) ，r—

∧

ix = 1
NX

ik
∑
NXik

j = 1
rijk ( 珚ω) ，这里 Nik为在国内销售

的企业数，NX
ik为出口企业数。而 αijk － αiik可以用出口企业 珚ω 的内销额 riik ( 珚ω) 和出口额

rijk ( 珚ω) 来估计，其中珚ω 表示第珚ω 个企业，计量模型为 lnrijk ( 珚ω) － lnriik ( 珚ω) = αijk － αiik + εijk

( 珚ω) ，珚ω = 1，…，NX
ik，εijk ( 珚ω) 为独立同分布随机变量。因此，αijk － αiik的估计值为 αijk － αiik

= ln
rijk ( 珚ω)
riik ( 珚ω)

=
Δ 1
NX

ik
∑
NXik

珚ω = 1
ln

rijk ( 珚ω)
riik ( 珚ω)

，这里ln
rijk ( 珚ω)
riik ( 珚ω)

是 ln
rijk ( 珚ω)
riik ( 珚ω)

的均值。

因此，
r—iik

r—ijk
eαijk － αiik可以通过如下式子估计得到:

r—iik

r—ijk
eαijk － αiik =

r—
∧

iik

r—
∧

ijk

eln
rijk( 珚ω)
riik( 珚ω) ( 5)

( 三) Bootstrap 法及“悖论”检验

我们可以通过式( 5) 获得
r—iik

r—ijk
eαijk － αiik的估计值，为了对 H0 :

r—iik

r—ijk
eαijk － αiik ＞ 1，j≠i 进行假

设检验，我们需要知道其分布。但这从理论上来说是不可能通过推理得到的。为此，本

文采用 Bootstrap 法估计
r—iik

r—ijk
eαijk － αiik。采用 Bootstrap 法估计和对 H0 进行假设检验的步骤

如下: 第一，在样本总体中随机抽样 M 次，每次对样本总体进行可放回的抽样，对第 m

次抽样，计算 Υikm =
Δ r—
∧

iik

r—
∧

ijk

eln
rijk( 珚ω)
riik( 珚ω)。所有 M 次计算结果的均值 Υi =

1
M ∑

M

m = 1
Υikm就是要估计的

r—
∧

iik

r—
∧

ijk

eln
rijk( 珚ω)
riik( 珚ω)。第二，对 M 次计算的结果{ Υikm} M

m = 1 进行排序，得到{ Υ
～

ikm} M
m = 1，这里 Υ

～
ikm ＜

Υ
～

ikm + 1，m，从而可得样本分布曲线。第三，给定置信水平 α，我们可以计算在概率
α
2 和

1 － α
2 处的分位数 Υ

～
ikm α

2
和 Υ

～
ikm1 － α

2
，其中 m α

2
= Mα[ ]2 ，m1 － α

2
= M 1 － α( )[ ]2 ，这里「x?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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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x 向上取整，? x」表示对 x 向下取整。第四，Υik 的置信区间为［Υ
～

ikm α
2
，Υ
～

ikm1 － α
2

］。第

五，要检验 H0 :
r—iik

r—ijk
eαijk － αiik ＞ 1，j≠i，我们只需看是否有 Υ

～
ikm α

2
＞ 1。若该式成立，我们称

H0 :
r—iik

r—ijk
eαijk － αiik ＞ 1，j≠i 在 95%的概率上成立，否则我们以 95%的置信水平拒绝 H0。

尽管分位点方法使用简单，但容易得到有偏的、不精确的覆盖率。为确保 Bootstrap 具有

更好的效果，Bootstrap 统计量应该是近似枢轴的。设 Sijk为估计
r—iik

r—ijk
eαijk －αiik，j≠i 的标准差，则

Ｒijk =
r—iik

r—ijk
eαijk －αiik －

r—iik

r—ijk
eαijk －α( )iik / Sijk，j≠i 是一个良好的近似枢轴统计量( Efron 和 Gong，1983)。

我们可以构造如下 Bootstrap 置信区间:
r—iik

r—ijk
eαijk －αiik － SijkΥ

～
ikm1 － α

2
，
r—iik

r—ijk
eαijk －αiik － SijkΥ

～
ikm α[ ]

2
。

( 四) “悖论”检验分析框架的理论意义和可延展性

从上文的推导可知，只要企业生产函数中企业生产率与要素使用对产出的影响是

可分的，则上面所提出的“悖论”检验分析框架对于任意多个国家、多个行业和多种要素

都成立。它不仅可以在不用估计企业生产率的情况下检验一国某行业中的企业是否存

在“悖论”，还可以检验一国某行业中的企业对于任意一个贸易伙伴国来说是否存在“悖

论”。上述分析框架甚至还可以推广到检验任意一国某行业出口到任意两国的企业和

国内企业的生产率的大小。例如，它可以用来检验下述问题: 出口到发达国家的企业生

产率是否要比出口到发展中国家的高，出口到美国的企业生产率是否要比出口到德国

的高。这一检验框架的思想还可以推广到检验出口不同国家数、不同产品数的企业的

生产率高低，检验不同出口或者进口时间长短企业的生产率高低( 出口和进口学习的生

产率效应) 等各类问题。因此，上述检验分析框架对于解决与企业生产率和出口行为的

各种问题和争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应用价值。

三、数据和 Bootstrap 结果

( 一)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 1998—2007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主要对象为规模以上

( 年产值在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 国有和非国有企业。数据库包括三大类( 采矿业; 制造

业; 电力、能源等生产和零售业) 企业和 40 个行业的制造业信息。整个数据包含 240 多

万个企业—年度观测数据，该数据库完全体现了中国工业企业的真实经济指标。本文

参考 Sun 等( 2013) 的处理方法对数据库进行了处理。
在本文的模型中，所有企业都会在国内生产和销售，因此我们可以用式( 5) 来进行

检验。但在现实中，由于中国特殊的开放政策如海关特殊监管区或者其他制度原因，有

一部分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纯粹是为了满足国外市场，而不在国内销售。另外，由于销售

渠道、政治等原因，有一些企业可能会为其他企业销售产品，但又记录在这些企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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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务报表上，从而其出口额会大于总销售额。还有一种可能是企业在填写报表时出

错，导致总销售额小于出口额。因此，我们在数据中将这样的样本剔除。在处理之后包

含2 226 426个样本企业的数据中，1998—2007 年共有 115 861 个样本企业是纯出口企

业，39 299个样本企业的出口额大于总销售额。为了进行检验，我们在数据中剔除了这

些样本①。

( 二) 基本 Bootstrap 结果

我们从如下几个角度分样本采用 Bootstrap 法来检验中国制造业是否存在“悖论”:

( 1) 为了考察“悖论”是否在总体上存在，我们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1998—2007 年所

有样本视为总体进行了检验。( 2 ) 为了考察“悖论”是否随时间变化而变化，我们将

1998—2007 年每一年的样本分别视为总体，逐年进行了检验。( 3 ) 考虑到行业特征如

资本密集度、出口密集度等会影响“悖论”，我们将每个 GB /T2 位数行业的样本视为总

体，对每个行业是否存在“悖论”进行了检验。( 4) 考虑到不同省份的区位、制度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等均有所不同，而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悖论”，我们将每个省的样本视为

总体，对每个省是否存在“悖论”进行了检验。( 5) 考虑到很多文献发现企业所有权特

征是影响“悖论”的重要因素，我们将企业按照所有权类型分为公有制企业( 国有和集体

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港澳台企业和其他企业( 合资、合作企业等) 5 种类型，将每

种企业所有权类型的样本视为总体，对每种企业所有权类型是否存在“悖论”进行了

检验。
我们在进行 Bootstrap 检验时，无论是对总体还是分年份、分行业、分省份和分企业所

有权类型的样本，都抽样 5 000 次，每次抽取 25 万个样本( 约为总样本的 11． 26% ) ，进而计

算检验“悖论”的指标，这样是为了尽可能地保证每次抽样都有出口和非出口企业。考虑

到无偏性和节省篇幅，下文只报告修正后的 Bootstrap 结果②。
1． 总体 Bootstrap 结果

我们采用 Bootstrap 法对 1998—2007 年总体样本的零假设 H0 :
r—iik

r—ijk
eαijk － αiik ＞ 1 进行了

检验，结果见表 1。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在 0． 10、0． 05 还是 0． 01 的显著性水平下，零

假设都被拒绝，因此可以说 1998—2007 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总体上不存在“悖论”。
我们的结论与范剑勇和冯猛( 2013)、余淼杰( 2010)、霍伟东和王明彬( 2015) 等文献的

结论一致，这些文献也认为中国制造业不存在“悖论”。范剑勇和冯猛( 2013) 认为，一些文

献认为“悖论”存在可能是因为在核算出口企业 TFP 时只采用了纯出口企业或者出口密集

度较高的企业数据，忽略了出口密集度较小的一般出口企业，而这类企业的生产率明显高

于内销企业。由于本文的方法不涉及企业 TFP 的计算，且剔除了纯出口企业和出口额超

①

②

即使考虑到纯出口企业的样本，检验结果也不发生改变。为了将纯出口企业纳入分析中，作者采用一个小技巧

对文中的检验结果重新检验了一遍。技巧如下: 对于纯出口企业，假设其在国内销售额非常小( 例如 10 －10 千

元) 。将纯出口企业的内销额分别设为 10 －6、10 －8、10 －10 千元，检验结果仍然不变，说明纯出口企业的样本不

会影响到检验结果。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10%、5%和 1%情形未修正的 Bootstrap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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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总销售额的样本。因此，我们认为总体而言，中国制造业并不存在“悖论”。

表 1 修正后的总体 Bootstrap 结果

显著性水平 均值 标准差 置信区间 接受 H0

0． 10 0． 8672 0． 0155 ［0． 8534，0． 8803］ 否

0． 05 0． 8674 0． 0155 ［0． 8535，0． 8804］ 否

0． 01 0． 8671 0． 0151 ［0． 8534，0． 8797］ 否

有意思的是，由于使用的是 1998—2007 年所有制造业企业样本，因此也可能覆盖

了大量的加工贸易企业( 尹翔硕和陈陶然，2015)。很多文献的研究表明，加工贸易是造

成中国制造业“悖论”的重要原因( 李春顶，2010; 李春顶等，2010; 戴觅等，2014)。而本

文在没有区分加工贸易企业的情况下，仍能得到“悖论”不存在的结果，可能是因为本文

在处理数据时，剔除了纯出口企业和出口额超过总销售额的企业，这些企业大部分都是

加工贸易企业，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由加工贸易带来的“悖论”问题。
2． 分年 Bootstrap 结果

对不同年份是否存在“悖论”，现有文献很少讨论。如果只有单年数据，则现有先估

计企业 TFP 再检验“悖论”的方法都将失效。但当使用面板数据来估计企业 TFP 时，企

业前后年份的绩效从而估计得到的 TFP 将会彼此联系到一起，难以区分不同年份的企

业 TFP 的差异，本文的方法则可以规避这一困难。

我们采用 Bootstrap 法对分年样本 H0 :
r—iik

r—ijk
eαijk － αiik ＞1 的进行了检验，结果见表 2。从中

可以看出，在 1998—2000、2003—2007 年间，零假设 H0 在 0． 01 的显著性水平下被拒绝。
而在 2001 和 2002 年，零假设以微弱的水平被接受。因此，一般而言 1998—2007 年中国制

造业总体上并不存在“悖论”。之所以 2001 和 2002 年出口企业生产率相对于非出口企业

更低，可能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了良好预期，大量生产率较低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

所致。

表 2 修正后的分年 Bootstrap 结果( 显著性水平: α = 0． 01)

年份 均值 标准差 置信区间 接受 H0

1998 0． 9072 0． 0302 ［0． 8775，0． 9324］ 否

1999 0． 9192 0． 0318 ［0． 8871，0． 9459］ 否

2000 0． 9176 0． 0353 ［0． 8820，0． 9470］ 否

2001 1． 0653 0． 0402 ［1． 0187，1． 1038］ 是

2002 1． 0479 0． 0424 ［0． 9991，1． 0879］ 是

2003 1． 0503 0． 0607 ［0． 9771，1． 1042］ 否

2004 0． 5229 0． 0268 ［0． 5071，0． 5350］ 否

2005 0． 7456 0． 0355 ［0． 7158，0． 7691］ 否

2006 0． 9326 0． 0437 ［0． 8869，0． 9687］ 否

2007 1． 0626 0． 0584 ［0． 9917，1． 1164］ 否

3． 分行业 Bootstrap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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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采用 Bootstrap 方法对分 GB /T2 位数行业样本的 H0 :
r—iik

r—ijk
eαijk － αiik ＞ 1 进行了检验，

结果见表 3。从中可以看出，在 0． 01 的显著性水平下，对行业 13、17、18、19、20、21、24、
30、34、42、43 这 11 个行业( 在行业总数中占比 27． 5% ) ，零假设都能被接受，即在这些

行业中，出口企业生产率低于非出口企业，而在其他行业中，出口企业生产率都高于非

出口企业。相比之下，李春顶( 2010 ) 采用劳动生产率检验发现 55% 的行业存在“悖

论”，采用近似 TFP 检验发现 67%的行业存在“悖论”。汤二子( 2017) 采用简单投入成

本生产率检验发现 97%的行业存在“悖论”。由于不同的生产率检验的结果存在很大

差异，而本文的结果不依赖生产率估计方法，因此，我们认为本文的结果可能更加符合

实际。

表 3 修正后的分行业 Bootstrap 结果( 显著性水平: α = 0． 01)

行业代码 均值 标准差 置信区间 接受 H0 行业代码 均值 标准差 置信区间 接受 H0

6 0． 070 0． 010 ［0． 069，0． 070］ 否 26 0． 458 0． 012 ［0． 453，0． 463］ 否

7 0． 081 0． 015 ［0． 079，0． 082］ 否 27 0． 285 0． 012 ［0． 281，0． 288］ 否

8 0． 566 0． 126 ［0． 444，0． 608］ 否 28 0． 445 0． 044 ［0． 420，0． 460］ 否

9 0． 228 0． 067 ［0． 200，0． 235］ 否 29 0． 453 0． 027 ［0． 439，0． 464］ 否

10 0． 516 0． 035 ［0． 494，0． 531］ 否 30 1． 121 0． 028 ［1． 088，1． 150］ 是

11 2． 090 1． 147 ［4． 725，2． 451］ 否 31 0． 675 0． 020 ［0． 660，0． 688］ 否

12 0． 056 0． 013 ［0． 055，0． 056］ 否 32 0． 137 0． 013 ［0． 135，0． 138］ 否

13 1． 157 0． 029 ［1． 122，1． 189］ 是 33 0． 377 0． 019 ［0． 369，0． 384］ 否

14 1． 012 0． 042 ［0． 965，1． 051］ 否 34 1． 425 0． 039 ［1． 366，1． 476］ 是

15 0． 588 0． 037 ［0． 563，0． 607］ 否 35 0． 409 0． 021 ［0． 399，0． 417］ 否

16 0． 070 0． 014 ［0． 068，0． 070］ 否 36 0． 296 0． 009 ［0． 293，0． 299］ 否

17 1． 083 0． 018 ［1． 062，1． 101］ 是 37 0． 273 0． 014 ［0． 269，0． 276］ 否

18 3． 964 0． 084 ［3． 614，4． 278］ 是 39 0． 668 0． 028 ［0． 648，0． 685］ 否

19 2． 947 0． 101 ［2． 624，3． 219］ 是 40 0． 209 0． 014 ［0． 205，0． 211］ 否

20 1． 671 0． 079 ［1． 525，1． 788］ 是 41 0． 468 0． 027 ［0． 453，0． 478］ 否

21 1． 501 0． 069 ［1． 385，1． 593］ 是 42 2． 335 0． 103 ［2． 066，2． 552］ 是

22 0． 491 0． 032 ［0． 472，0． 504］ 否 43 6． 444 0． 312 ［4． 276，8． 146］ 是

23 0． 366 0． 020 ［0． 357，0． 372］ 否 44 0． 151 0． 299 ［0． 142，0． 154］ 否

24 2． 733 0． 107 ［2． 409，2． 999］ 是 45 0． 107 0． 032 ［0． 101，0． 109］ 否

25 0． 075 0． 013 ［0． 073，0． 075］ 否 46 0． 069 0． 064 ［0． 038，0． 070］ 否

我们计算发现，上述 11 个行业的资本劳动比对数的均值为 2． 372，标准差为 0． 985，而

其他行业的资本劳动比对数的均值为 3． 154，标准差为 1． 126。这意味着上述 11 个行业相

对来说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因此，行业资本密集度可能是影响“悖论”的重要因素之一。
李春顶( 2010)、李建萍和张乃丽( 2014)、霍伟东和王明彬( 2015) 都发现劳动密集

型行业更可能出现“悖论”，其原因在于我国是劳动力丰裕型国家，劳动密集型行业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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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是比较优势行业，劳动力价格比较便宜，因而产品在国际市场具有价格优势，企业

依靠价格优势而非较高的生产率进入出口市场。而比较劣势行业多采用本国稀缺的资

本、知识等进行生产，因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没有价格优势，只能依靠较高的生产率进

入出口市场。
4． 分省份 Bootstrap 结果

我们采用 Bootstrap 法对分省样本的 H0 :
r—iik

r—ijk
eαijk － αiik ＞ 1 进行了检验，结果见表 4。从

中可以看出，在 0． 01 的显著性水平下，除了河北、浙江、福建、山东和广东五省之外，在

其他省份，零假设 H0 都被拒绝，即上述五省存在“悖论”，而其他省份不存在“悖论”。

表 4 修正后的分省份 Bootstrap 结果( 显著性水平: α = 0． 01)

省份 均值 标准差 置信区间 接受 H0 省份 均值 标准差 置信区间 接受 H0

北京 0． 2057 0． 0325 ［0． 1960，0． 2102］ 否 湖北 0． 4611 0． 0337 ［0． 4427，0． 4738］ 否

天津 0． 4788 0． 0510 ［0． 4474，0． 4974］ 否 湖南 0． 6860 0． 0490 ［0． 6453，0． 7139］ 否

河北 1． 2092 0． 0558 ［1． 1329，1． 2692］ 是 广东 1． 2091 0． 0707 ［1． 1116，1． 2820］ 是

山西 0． 2245 0． 0323 ［0． 2142，0． 2296］ 否 广西 0． 8686 0． 0562 ［0． 8115，0． 9104］ 否

内蒙古 0． 4015 0． 0474 ［0． 3765，0． 4154］ 否 海南 1． 0387 0． 2528 ［0． 5714，1． 1772］ 否

辽宁 0． 6311 0． 0429 ［0． 5990，0． 6540］ 否 重庆 0． 2057 0． 0163 ［0． 2016，0． 2085］ 否

吉林 0． 4947 0． 0620 ［0． 4529，0． 5177］ 否 四川 0． 2334 0． 0185 ［0． 2282，0． 2369］ 否

黑龙江 0． 2019 0． 0435 ［0． 1875，0． 2071］ 否 贵州 0． 1493 0． 0197 ［0． 1453，0． 1514］ 否

上海 0． 4664 0． 0297 ［0． 4504，0． 4781］ 否 云南 0． 3340 0． 0308 ［0． 3208，0． 3422］ 否

江苏 0． 6791 0． 0233 ［0． 6618，0． 6936］ 否 西藏 1． 7154 1． 2294［－ 7． 5736，1． 9813］ 否

浙江 1． 6782 0． 0449 ［1． 5973，1． 7483］ 是 陕西 0． 1734 0． 0216 ［0． 1682，0． 1761］ 否

安徽 0． 7687 0． 0514 ［0． 7225，0． 8015］ 否 甘肃 0． 1814 0． 0354 ［0． 1711，0． 1854］ 否

福建 1． 9043 0． 1170 ［1． 6444，2． 0952］ 是 青海 0． 3007 0． 0956 ［0． 2437，0． 3132］ 否

江西 0． 6399 0． 0598 ［0． 5923，0． 6691］ 否 宁夏 0． 3368 0． 0453 ［0． 3156，0． 3474］ 否

山东 1． 0464 0． 0330 ［1． 0088，1． 0783］ 是 新疆 0． 6209 0． 0883 ［0． 5459，0． 6563］ 否

河南 0． 4765 0． 0193 ［0． 4663，0． 4849］ 否

上述五省存在“悖论”的可能原因是这些省份的民营、外资企业更多，且距离出口市

场更近，出口成本相对来说更低。这五省的民营和外资企业占比很高，分别为 65． 32%、
65． 08%、66． 94%、75． 62 和 65． 83%，而其他省份则平均为 64． 49%。此外，这五省的加

工贸易占比也很高①。根据李春顶( 2010)、李春顶等( 2010)、戴觅等( 2014) 的研究，加

工贸易是造成“悖论”的重要原因。因此，分省份 Bootstrap 结果是合理的，呼应了这些文

献的结果②。

①

②

参见《中国统计年鉴》关于各省 1998—2007 年加工贸易占比统计数据。
本文分省份的结果与李春顶等( 2010) 所得到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一致。后者认为，在沿海地区出口企业比国

内企业生产率更低，“悖论”现象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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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度水平来看，我们利用樊纲和王小鲁测度的“中国市场化指数”，比较了上述五

省与其他省份的制度水平差异。这五省的平均制度水平为 7． 694，标准差为 1． 876，而其

他省份的平均制度水平为 5． 413，标准差为 1． 854。因此，我们认为这五省的制度水平比

其他省份高。这一结果与张杰等( 2008)、曾萍和吕迪伟( 2014) 的结论不一致。张杰等

( 2008) 认为，市场化制度水平越高，“悖论”越不可能存在，曾萍和吕迪伟( 2014) 认为，

制度会强化生产率对企业出口行为的正向影响。因此，制度水平究竟是否和如何影响

企业国内或出口市场选择行为，仍需更多研究。
5． 分企业所有权类型 Bootstrap 结果

我们采用 Bootstrap 法对分企业所有权类型样本的 H0 :
r—iik

r—ijk
eαijk － αiik ＞ 1 进行了检验，结

果见表 5。从中可以看出，在 0． 01 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国有、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其他所

有权类型的企业来说，零假设 H0 被拒绝，说明出口企业生产率比非出口企业更高。但

对私营、外资和港澳台企业来说，零假设被接受，即这些所有权类型的企业存在“悖论”。
这一结果呼应了现有文献关于外资和民营企业存在“悖论”的结论。盛丹( 2013)、戴觅

等( 2014) 认为外资企业存在“悖论”，李春顶( 2010)、曾萍和吕迪伟( 2014) 则认为民营

企业更可能出现“悖论”。由于外资企业大量从事加工贸易，因此也间接表明加工贸易

可能存在“悖论”。

表 5 修正后的分企业所有权 Bootstrap 结果( 显著性水平: α = 0． 01)

企业类型 均值 标准差 置信区间 接受 H0

国有和集体企业 0． 5318 0． 0153 ［0． 5231，0． 5393］ 否

私营企业 1． 0216 0． 0195 ［1． 0006，1． 0405］ 是

外资企业 1． 3998 0． 0555 ［1． 3139，1． 4701］ 是

港澳台企业 2． 5243 0． 0734 ［2． 3260，2． 6960］ 是

其他企业 0． 7456 0． 1384 ［0． 5860，0． 8070］ 否

四、实 证 分 析

( 一) 制度、行业资本密集度、企业所有权对“悖论”的交互影响

现有文献表明，制度、国内市场分割、企业所有权、行业资本密集度、企业出口密集

度和贸易方式都可能影响“悖论”的存在。然而，这些因素对“悖论”的影响并非相互独

立。首先，外资企业在中国更多从事加工贸易，而加工贸易以出口为导向，相对来说与

国际市场联系更为紧密，出口密集度更高。其次，制度与地方保护、行政垄断、区域贸易

壁垒、经济发展等联系在一起，难以完全区分其影响。而制度水平也影响了本地交易效

率，极化了本地比较优势的发挥。制度和经济发展往往也与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等问题

联系在一起。最后，中国开放格局由沿海、沿江、沿边、内陆等顺序逐步开放，因此东南

沿海的加工贸易、外资和民营经济更为发达，聚集更多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因此，按照

年份、行业、省份、企业所有权等对“悖论”进行简单测量，不能完全甄别这些因素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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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本节采取 Bootstrap 法重新生成数据，然后实证分析制度、行业资本密集度和企业

所有权对“悖论”的影响。

( 二) “悖论”指标

根据前文所述方法，我们将 ζ
∧

ijk =
r—
∧

iik

r—
∧

ijk

eln
rijk( 珚ω)
riik( 珚ω) 视为衡量国家 i 行业 k 对国家 j 的“悖

论”程度的指标，这里 r—
∧

iik为国家 i 行业 k 非出口企业国内销售额的均值，r—
∧

ijk为国家 i 行

业 k 出口到国家 j 所有企业出口额的均值，ln
rijk ( θ)
riik ( θ)

为国家 i 行业 k 出口到国家 j 所有企

业ln
rijk ( θ)
riik ( θ)

的均值。国家 i 行业 k 对国家 j 的“悖论”指标衡量了该国该行业“悖论”的

大小①，该值越大，“悖论”程度越高。由于只对中国制造业“悖论”进行检验，因此国家 i
指中国，j 指外国。

( 三) 计量方程

为了精确考察制度、行业资本密集度和企业所有权对中国制造业“悖论”的交互影

响，设定如下计量方程:

lnζpiot = βlninstitutept × lnklit × Dumot + αp + δo + λ i + γt + ηpt + θit + ot + ιpi + κpo + μio + ζpiot
( 6)

其中，ζpiot表示省份 p、企业所有权类型 o、行业 i 在第 t 年的“悖论”指标，institutept表示省

份 p 第 t 年的制度水平，klit表示行业 i 第 t 年的资本密集度，三个变量都取对数。Dumpiot

表示企业所有权类型的虚拟变量，取值为 0 代表国有企业，取值为 1 代表民营企业，取

值为 2 代表外资企业。αp，δo，λ i 和 γt 分别是省份、所有权、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ηpt、
θit、ot、ιpi、κpo 和 μio 分别表示省份—年份、行业—年份、所有权—年份、省份—行业、省

份—所有权和行业 － 所有权双重固定效应，εpiot为随机误差项。

( 四) 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见表 6②，其中，第( 1) 列控制省份、行业、所有权和年份固定效应，第( 2) 列

在第( 1) 列基础上增加控制省份—年份、行业—年份、所有权—年份双重固定效应，第

( 3) 列在第( 2) 列基础上又增加控制省份—行业、省份—所有权和行业—所有权双重固

定效应。从中可以看出，对国有、民营和外资三种类型企业而言，系数都显著为负，表明

给定制度或行业资本密集度，行业资本密集度或制度水平的提高都将导致“悖论”消失。
同时，外资企业的系数最小，表明制度改进和行业资本密集度的提高对改善外资“悖论”
的影响最小。但其对民营企业的影响最大，这可能是因为民营企业受到制度环境如行

①

②

由第二节分析可知，该指标大于 1 时“悖论”存在，小于 1 时“悖论”不存在。
我们也对被解释变量为是否有“悖论”的虚拟变量情形做了回归，结果也基本一致，对此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

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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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垄断、地方保护、融资约束、知识产权保护等的影响程度最大，且由于行业规制和资本

容量的限制，民营企业大多只能从事下游一些竞争性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制造活动。
考虑到企业除了在本省销售之外，还可能在国内其他省份销售。而现有关于国内

市场分割的文献( 朱希伟等，2005; 张杰等，2010; 安虎森等，2013; 张艳等，2014; 盛丹，

2013) 都隐含了其他省份对本省的地方保护会影响本省企业的出口选择，因此有必要在

回归中考虑其他省份的制度水平。为此，我们计算了其他省份按 GDP 加权平均的制度

水平，并在第( 4) 列中控制了其他省份平均制度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给定行业资本

密集度，其他省份的制度改进显著缓解了国有企业的“悖论”问题，但对民营和外资企业

没有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对外资企业来说，进入我国市场经营审批时已经限定了

具体的市场所在地，并不能自由在其他省份经营; 对民营企业来说，由于自身资本容量

有限、经营规模较小，无力在其他省份大规模扩张。还有一种可能是，民营企业经营策

略灵活，受到政府各类管制如硬性的劳动力标准、环境规制等限制较少，且不用承担很

多关于就业、稳定经济等社会责任，反而受到其他省份制度的限制较少。而国有企业相

对来说融资能力更强、规模更大，有能力在其他省份经营，但经营策略没有那么灵活，又

受到国家和其他省份各类制度的限制，因此反而在他省份制度改进时，更容易进入他省

市场，从而缓解了“悖论”。

表 6 制度、行业资本密集度和所有权对“悖论”的交互影响

( 1) ( 2) ( 3) ( 4)

国有企业* 本省制度对数* 行业资本密集度 － 0． 0720＊＊＊ － 0． 100＊＊＊ － 0． 0795＊＊＊ － 0． 109＊＊＊

( － 6． 50) ( － 7． 90) ( － 4． 62) ( － 5． 77)

民营企业* 本省制度对数* 行业资本密集度 － 0． 112＊＊＊ － 0． 108＊＊＊ － 0． 0984＊＊＊ － 0． 0895＊＊＊

( － 10． 41) ( － 8． 81) ( － 5． 80) ( － 4． 87)

外资企业* 本省制度对数* 行业资本密集度 － 0． 0483＊＊＊ － 0． 0531＊＊＊ － 0． 0419＊＊ － 0． 0313*

( － 5． 35) ( － 5． 39) ( － 3． 05) ( － 2． 15)

国有企业* 省外平均制度对数* 行业资本密集度 － 0． 256＊＊

( － 2． 66)

民营企业* 省外平均制度对数* 行业资本密集度 0． 0523

( 0． 56)外资企业* 省外平均制度对数* 行业资本密集度

0． 0760

( 0． 96)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所有权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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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1) ( 2) ( 3) ( 4)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是

所有权—年份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是

省份—行业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省份—所有权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行业—所有权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观测值 18 914 18 903 18 855 18 855

注: 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和＊＊＊分别表示在 10%、5% 和 0． 1% 水平下显著。

总结来说，本文的回归结果印证了朱希伟等( 2005)、张杰等( 2008)、盛丹( 2013)、
曾萍和吕迪伟( 2014) 论证的制度改进和国内市场分割程度下降有助于缓解“悖论”现

象的结论，即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及外资和民营企业更容易出现“悖论”。本文也得到了

新的结果: 一个地方的制度改进有助于改善所有企业的“悖论”，且对民营企业的影响最

大，而对外资企业的影响最小。这一结果与李春顶等( 2010) 的推论相反，他们推论市场

化制度水平改进会导致外资和民营企业“悖论”现象更为突出。这一结果印证了曾萍和

吕迪伟( 2014) 的结论，后者认为作为制度某个维度的融资约束是造成民营企业“悖论”
的根本原因，因此缓解融资约束有助于缓解民营企业“悖论”。但精确考察制度改进如

何影响不同所有权企业的“悖论”问题，现有文献尚未专门进行研究。
本文还进一步发现，其他省份制度水平的改进有助于缓解国有企业的“悖论”问题，

但却对外资和民营企业的影响不显著。这一结果在文献中尚未见到，但与一些关于国

内市场分割与“悖论”关系的文献的结论相互呼应( 朱希伟等，2005; 张杰等，2010; 盛丹，

2013) ，他们认为国内市场分割导致国内销售成本相对于国外过高，使得低效率企业更

可能选择国外销售，从而导致了“悖论”存在。由于其他省份制度水平的改进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国内市场分割程度下降，因此，其他省份制度水平的改进应该可以缓解“悖

论”。
我们认为，本文的回归结果成立的原因可能有如下几个: 第一，每个省份都有其特

定的国有企业，其对于当地税收、就业等有密切关系。为了保护本地国有企业，各省和

地方政府有动力限制其他省份国有企业的进入。第二，国有企业的运营和国内出口扩

张与其政治关系密切相关。一省的国有企业进入其他省份，往往意味着需要调动资源

重建与当地政府的关系，相对难以做到。第三，外资和民营企业经营范围与本地国有企

业有较大互补性。因此，为了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各省政府对于外资和民营企业进入本

地市场相对来说更加宽容。

五、结 论

本文基于 Melitz 模型给出了一种利用实际可观测的数据、无须估计企业生产率但

能检验是否存在“悖论”的检验框架、假设和指标，并提出了 Bootstrap 法来计算“悖论”
指标及其置信区间，也给出了基于 Bootstrap 法随机生成不同年份、省份、行业、所有权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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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悖论”指标和考察给定因素影响“悖论”程度的方法。本文证明，检验出口企业生

产率是否大于非出口企业等价于检验一个由出口企业的出口额、内销额和非出口企业

的内销额表示的式子，并且该式子可以通过 Bootstrap 法进行检验。本文的研究为中国

制造业“悖论”问题以及生产率与企业出口行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新框架、新方

法和新指标，对于异质企业生产率与出口行为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具有启发意义，也具有

重要的政策价值。
本文的检验结果表明，对大部分行业、大多数省份以及国有企业来说，中国出口企

业生产率比非出口企业生产率更高，因而中国制造业“悖论”整体上并不成立。“悖论”
仅对若干行业、少数几个省份以及民营和外资企业成立。这些结论与当前关于中国制

造业“悖论”文献的研究结果有较大差异，说明利用新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仍然是

有必要的。本文基于“悖论”指标和随机样本生成方法进一步分析了制度、行业资本密

集度和企业所有权类型对于“悖论”的影响。结果发现，制度改进有助于改善当地所有

企业的“悖论”境况，其中民营企业受到的影响最大，而外资企业受到的影响最小。其他

省份制度水平的改进显著缓解了国有企业的“悖论”问题，但对外资和民营企业无显著

影响。本文的结果意味着，在分析企业出口行为时，要全面考虑制度、行业资本密集度

和企业所有权类型对于其出口市场选择的复杂交互作用。因此，进行深层次的制度改

革，对于增强企业出口竞争力特别是改善国有经济的经营环境和市场竞争力具有重要

的实践意义。
本文的结果意味着异质企业贸易理论仍然适用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行为的分

析。现有文献中的不一致结论可能意味着中国制造业存在“悖论”只是一个局部现象，

对于特定行业、特定地区、特定出口模式的企业，其“悖论”是否存在，结论是有差异的，

是否存在“悖论”要依据真实的经济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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